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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建构影响了 

“举世重交游”的社会风气。宋词就植根于这种繁盛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成为了时代的代表文学样式。宋型文化影 

响下的社交生活推动着词体的发展演变：游戏酬唱的交游生活影响了词体的娱乐定位；祝颂生活强化了词体的应用 

功能；同气相求的交游唱和推动了词体发展的多元转向；交游之风的恶化导致词作交游中的逞才斗气，词体写作脱 

离日常社交生活，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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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形 

成了独具特质的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独特建构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 日常生活，并在社交生活中 

得以集中体现。宋代歌词就植根于日常社交生活的肥沃土壤，融视、听、赏、作于一体，成为时代的文艺 

“新声”。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宋代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宋 

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影响并推动着词体的发展演进，词体的兴衰嬗变丰富发展着宋代的文化空间，宋词 

成为了一代之文学，也成为我们考察宋代文化建构的一个窗口。 

一

、宋型文化影响下的社交生活与词体赏作 

与前代的文化形态相比，宋代文化呈现出文化阶层问流动互渗的鲜明特点。不仅在精英文化内部， 

打破士庶之隔，出现了从进士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转变，而且，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宋代平 

民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在经济上，市民阶层是物质生产的重要推动者，在政治上，平民阶层 

走进“品官”行列，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平民阶层迅速壮大，他们积极寻求并参与着社会的精神文化创 

造，平民文化的崛起成为宋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动态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宋代多元文化的构成 

格局，宋型文化下多种形态的文化相互交融，呈现出“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靠拢，通俗文化向精英文化 

渗透”②的新质特点。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文化阶层间的交流碰撞影响了这一时期社交生活的兴盛，而 

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则为社交生活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举世重交游”⑨成为两宋时期的社 

会风气。宋代的社交生活十分活跃，形成了繁复而独特的交往礼仪和交往习俗，比如相见礼节、待客礼 

节、交游风俗等等。宋代社交生活的盛行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渗透到社会其他各阶层，民间的日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宋词与宋代的社交生活”(项目编号：J11WD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伟伟，女，博士，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 

①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 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③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四库全书本，卷7。 

l22 



宋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与词体演进 

常社交生活同样热闹非凡。 

喧嚣的日常社交生活亟需一种有别于传统诗体的新型社交文艺，用于交流和宣泄。独立于晚唐五 

代，集视、听、赏、作于一体的词体，适逢时代之需，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在宋代上下层文化交流互动的时 

代环境和氛围中兴起繁荣、演进嬗变，不仅承担起 日常的交往功能，成为一种极具流行性和时尚性的社 

交文体，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了宋型文化的文学代表。 

但宋词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并不仅仅因为对社交生活的参与和表现。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文 

学发展史的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文学与社交生活的结缘并非始 自于词体 ，“诗可以群”就是对诗体与 

社交关系的揭示。从先秦时代开始，诗歌与社交生活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或隐或现地贯穿了 

中国传统社交文学的发展始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诗作酬赠和外交赋诗，汉朝大量的诗文赠答，建安 

六朝文学集团的交游活动，以及唐人的以诗文拜谒觅求荐举。但这种传统诗歌对社交生活的参与，因长 

期困守在士大夫阶层，并在后继的发展中，堕入无聊的应酬，其趋炎附势的流弊，受到众人的棒喝。 

直至宋代 ，宋型文化的特质建构影响了社交生活的文化转型，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流互动既造 

成了社交生活的繁盛，也带来了社交词体艺术的新质，与传统社交诗体相比，宋代社交词的世俗化特征 

明显，日常生活化色彩浓厚，它不再是一种案头的纯文本写作，而是借助音乐的体性和对 日常生活触角 

的向下延伸，开始积极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社交生活，为社会各个阶层津津乐道，几乎成为人们 日常社交 

生活中的一种通用文学语言。王兆鹏先生指出：“在宋代，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文坛墨客、家庭妇女、方 

外僧人、风尘歌妓 、江湖好汉、民族英雄，无不参与词的创作。宋词的创作队伍，几乎涵盖了各种社会阶 

层，包括了各种社会角色身份。”①借助多种乐器的伴奏和歌姬们声情并茂的演绎，词体突破了传统社交 

文体的阶层困守和应酬模式，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吸引着听众，成为时代的“流行歌曲”，呈现出 

全民化的特征。 

宋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深刻地影响了词体的赏作活动，两宋时期的社交词作“共计 8867首，占全 

宋词的42．1l％”②。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交场合，表现了不同的社交关系，如感人良深的亲情、真挚浓 

厚的友情 、缠绵悱恻的恋情，既有敷衍的应酬、功利的逢迎，也有消遣游戏的同乐交游和灯火相传的词学 

推进。承担了多种社交功能，如侑酒佐欢、祝颂答谢、迎来送往、寄赠唱答、调笑和催促等等。社交题材 

进一步多元化，如节序词、酒词、寿词、汤词、茶词、贺新楼落成词、贺人洗儿词、贺新婚词和催妆词等等。 

因此，繁盛的日常社交生活使宋代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体的“繁衍发 

展及其作用与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基于或体现在非文学的或形而下的社会与文化活动之 

中”⑧。宋型文化影响下的社交生活不断发展变迁，推动了宋代词体的发展演变，也拓展和丰富了宋代 

的文化空间。 

二 、游戏酬唱 ：娱乐社交的词体定位 

宋朝立国伊始，太祖赵匡胤就提倡：“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 

年”④，虽有其政治目的，却倡导了重享乐、好富贵的人生追求，开始冲决了传统儒家的“兼济天下”、“致 

君尧舜”的社会价值信仰，为此后宋代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做出了社会导向。 

从北宋中叶开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富庶的物质经济和统一稳定的社会局面 

更是加速了这一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追逐世俗生活的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大城小邑，人声鼎沸，通宵达 

①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109页。 

② 王伟伟：《宋代社交生活的“新宠”——从宋代社交词的定量分析谈起》，《东岳论丛》20l2年第4期。 

③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4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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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不仅注重阶层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开始寻求精神娱乐上的交游活动。于 

是，那些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兴盛起来，它们以满足人的声色享乐欲望为目的，融“赏、 

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借以“获得全方位的娱乐与满 

足。”①以市民阶层为先导，以注重享乐为主要特征的交游生活在全社会普遍流行，如《东京梦华录》中 

记载：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 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调弦 

於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 

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 目，侈奢则长人精神②。 

商业文化对人欲的肯定和张扬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声色之好，士大夫之间通宵达旦、嬉游宴赏的例 

子不胜枚举，普通百姓也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中扩大了交际范围，出入于市井间的各种交际场所，举之数 

万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用青楼红袖、美酒佳肴吸引着他们趋之若鹜。社交生活突破了传统交游中 

以士大夫群体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体现出全社会集体狂欢的特征。 

极具时代特色的日常交游生活亟需一种相应的文艺形式来宣泄和表现，士大夫们渴望一种娱乐文 

艺，帮助他们在游赏宴饮、世俗享乐的交游生活中助兴尽欢。市井民众也在寻求适合他们阶层审美趣味 

的文艺消费形式，即集体娱乐的通俗文艺。而以诗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学因被士大夫阶层长期垄断，浸染 

着浓重的政治道德色彩，打上了精英文学的烙印，显然无力承担这一时代的需要。曲子词作为一门综合 

性的表演艺术，其声色并重的演出方式满足了这种世俗享乐的社会心理，直接诉诸耳目的现场传播使它 

具备了“集体消费”的特点，“传授同乐”的应歌方式更是进一步增强了现场交往的互动性。因而，词体 

迅速窜红，成为社交场合的“新宠”：“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诸门皆 

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⑨作词赏曲成为 

宋代日常交游生活和社交文艺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宋词在其发展伊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独特印痕，在欢歌醉舞的世俗文化转向中找 

到了最适宜的发展土壤。它扎根于娱乐化的社交生活，开始了灿烂的发展历程，以游戏酬唱的赏作方式 

表现出鲜明的娱乐特征，与传统社交文学和晚唐五代词不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与“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相区别。在宋人的文学观念中，歌词与 

诗文有着鲜明的文体分野。范仲淹认为诗文当是应于风化的：“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 

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④而歌词则是“嬉弄”和“游戏”，“此(词)在诸公非其至，多出一时之兴，不 自甚 

惜，故散落者多”⑤，“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词)者，然亦自扫其迹，日谑浪游戏而已”⑥。即使宋 

词在后来的发展中先后经过了“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艰难雅化，但是由娱乐社交生活孕育出的 

“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南宋时期，辛弃疾作词态度依然是“苟不得之于嘻 

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⑦。 

第二，以集体狂欢性和日常生活化与晚唐五代词相区别。晚唐五代是一个战乱分裂的时期，整个 

时代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社会理想失落使得文人知识分子逐渐对社会现实变得麻木和冷落，他们退缩 

到词曲吟唱、歌儿舞女的小天地中寻求情感抚慰。受制于这一时代，晚唐五代词的赏作活动主要集中在 

宫廷朱门和文人士大夫之间，审美情趣绮艳狭窄。而在宋代王朝的升平时代，词体赏作活动借助日益兴 

① 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06页。 

②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四库全书本。 

③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四库全书本，卷 6。 

④ [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268页。 

⑥ [宋]胡寅：《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⑦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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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社交活动，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它以娱乐消遣的文体特征、自由放纵的文学形式表现着当时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在全社会迅速传播，成为时代的“流行歌曲”，表现出全民狂欢性和日常生 

活化的时代特色。 

第三，游戏化的文体特征与自由放松的娱乐精神。词体赏作活动扎根于日常社交生活，游戏的体性 

帮助人们摆脱了功利的逢迎与虚假的应酬，摘下了诗文教化的沉重面具，以最本真的方式贴近生活。正 

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当时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为文方面，既曾长久的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 

抑，而今竞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压抑与束缚，而纯以游戏笔 

墨做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宣泄的机会。”①词作交往中的自 

由、宽松与随意替代了矜持、拘束与矫饰，成为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社交词的游戏往来营造了一种融 

洽和谐的气氛，消解着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帮助众人体验情感交流的乐趣，分享着生活的喜悦，激发着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间真情的眷恋，娱乐性的词体呈现出审美化的表达，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三 、祝 颂应酬 ：应 用社 交的词体强化 

宋代文化价值观的世俗化特征之一就是注重 日常生活之需，看重现实的功利。这一特点影响了社 

会的审美时尚，艺术与生活充分接近并融合，在艺术领域，注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开拓和表现的特点 日 

趋明显。起源于民间歌谣的词体，因更切近形而下的生活存在体验，承担起了诸多的世俗实用功能，这 
一 特点在祝颂生活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祝颂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多种社交关系，具有较强的应酬实用 

性。两宋时期，借助对喜事进行祝颂的社交机会，以游戏相娱乐的词体赏作几乎传播和渗透到各个社会 

阶层和各种社交场合，词体的实用功能在祝颂应酬的社交生活中得到强化。 

祝颂生活中的应酬词作以应制词和祝寿词为主。应制词是奉朝廷或帝王之命而作，有围绕朝事活 

动谀颂的，有对祥瑞事件进行歌颂的，还有贺皇室成员生日，在 日常宴饮与外出游赏中娱悦圣意的。这 

类作品承应制诗而来，虽然作品内容价值不高，却积累了词体写作的技法和经验，形成固定的模式，具有 

较高的实用性 ，推动了词体的应用化写作。祝寿词的赏作活动涉及面尤为广泛，从文人士大夫到市井平 

民，从家庭成员到亲朋好友，日常祝寿活动中处处可见词体赏作的鸿影。两宋寿词大约2300余首，占全 

宋词总数的 11％，虽然寿词的写作受制于祝寿双方关系的疏密，既有泛泛的应酬也有真诚的祝愿，但在 

生日宴会的喜庆氛围中，寿词的赏作密切了人们的感情，增强了情感的互动和交流。 

祝颂词中还有贺人生子生孙、新居落成、及第升迁、入赘新婚和店铺开张等作品。贺人生子词以表 

达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和对主人祖上荫德的赞颂为主，如吕胜己的《点绛唇》“瑞气盈门”、郭应祥的《临 

江仙》“忆我归舟初系岸”、赵福元的《沁园春》“一剑凌风”等；贺人生孙词多表达对主人家几代同堂共 

享天伦的羡慕之情 ，如伍梅城的《贺新郎》(贺李簿生孙)“甲子头春雨”和刘鉴的《贺新郎》(贺腥翁悴生 

曾孙)“曾作莺迁贺”；贺新第落成和乔迁之喜的祝颂词作多描写新宅环境的优美和居室构造的巧妙，以 

此赞颂主人不俗的品味和高洁的情怀，如郭应祥的《点绛唇》“甲第初成”；还有贺酒店药铺开张的，如无 

名氏的《满江红》(贺人开酒店药铺)等等。 

借助社交活动，祝颂词得以在社会广泛传播，其强大的实用功能推动了词体赏作参与社交生活的广 

度和深度，成为了两宋社会风俗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水照说：“词从一开始产生就是应用文学， 

只不过是 自然形态的应用文学而已。”②在宋词的各种类别中，祝颂词的应用性最强，它推动了词体应用 

写作从自然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强化了词体的应用功能，主要表现在： 

① 叶嘉莹：《词学新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②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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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祝颂语辞的模式化与意象典故的固定化。通用的祝颂语辞中大多以“愿”、“祝”、“庆”、“祈” 

与“荣”、“福”、“富”、“寿”、“贵”等词汇进行组合，而不同种类的祝颂词中，又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词汇用 

语。比如寿词多用“老人星”、“身健”、“千龄”、“百岁”、“长生”等语辞；赞美才华事业多用“经纶”、“诗 

书”、“英才”、“文章”等词汇；祝福功名前途的，多用“鸢 ‘ls”、“鱼跃”、“风虎”、“云龙”、“鳌头”等等。意 

象典故的运用也相对固定，比如寿词多用 “蟠桃”、“灵椿”、“松”、“鹤”、“龟”等代表长寿的意象，为双 

亲祝寿多用“老莱儿戏”的典故；贺人及第多用“蟾宫”、“折桂”的典故；贺人生子多取“熊罴吉兆”典故； 

祝人富贵多用“汾阳”之典等等。 

第二，夸张的修辞与仙化的手法。祝颂之中多有溢美之辞，夸张成为祝颂词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比 

如廖刚有寿词《望江南》：“九万鹏程才振翼，八千椿寿恰逢春。貂衮瞩公荣”；伍梅城的贺新居词《贺新 

郎》：“唐宋几年名阀阅，到此步高一步”。祝愿赞颂，极为夸张。仙化的手法是将所祝对象和所处环境 

进行仙化处理，渲染出浓重的神秘色彩。如把祝颂对象幻化成“谪仙人”，对之进行赞颂：“谪仙堕人世， 

香雾郁重帘”(王之道的《水调歌头》)、“瘦鹤与长松，且伴癯仙，久住人间世。”(李弥逊《醉花阴》)，以此 

凸显所祝对象的不平凡。环境的描写也处处运用“如人仙境”的表现手法：“良月露浓仙掌润，郁葱佳气 

充间”(无名氏《临江仙》)、“桂殿影寒，蓬山波阔，未似彩衣庭户”(李弥逊《花心动》)，以仙化修辞手法 

营造神圣化的审美效果，达到赞颂目的。 

第三，词作结构的程式化。祝颂事件的发生是祝颂词的写作动因，因此祝颂词的写作通常是围绕祝 

颂事件进行写作，主要用五种要素按如下顺序结构全篇：时间、地点(场景或环境)、事件、赞美、祝愿。 

以上五种要素或同时出现或只出现核心要素。如李昴英《摸鱼儿》“绕西园”是一首贺新堂落成词，先写 

时间的美好、环境位置的绝佳，再写新居落成之事，最后表达赞颂和祝愿。结构安排的程式化进一步强 

化了词体写作的应用性。 

总之，祝颂词的写作在词汇、意象、典故和结构等方面都形成了固定化和模式化的写作套路，略知文 

字的人都可以依照这种模式作词。祝颂生活强化了词体的应用功能，应用化的写作方式又进一步推动 

了词作在人们 lq常交往生活中的广泛传播。虽然应用化的写作也会带来“皮相堆砌”的弊端，却密切了 

词作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突破词体专属娱乐言情一途，拓宽宋词对广阔生活的表现范围，吸引众多 

的作词者，加强词体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力。 

四、同气相求与词体转向 

基于对唐五代进士文化弊端的深刻认识，从宋初开始，不少有识之士就通过创办书院教育，反思进 

士阶层的无行堕落，着力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重建儒学传统，由唐代的进士文化转变为士大夫文化，追 

求“内圣”之境界，“外王”之事功。士大夫文化影响下的宋代文人集名臣、文人、学者于一身，这种由多 

重主体强化形成的“宋型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上诗歌和散文创作中的强烈社会参与意识 、 

崇尚气节的士人精神，也突破了词之“小道”、“薄技”的文体藩篱，开始在词体本色的艳情、闲情之外，关 

注社会、国家和民生，秉持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直言国家恢复之大计。词体的这一发展转向从苏轼的 

“以诗为词”开始，初现端倪 ，在南渡时期的“临难不屈”中走向兴盛，并一直延续至宋亡之后。 

苏轼的“以诗为词”迈出了词体转向发展的第一步，他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①的作词态度， 

出入于经 、史、子、集，从内容风格到用调叶律，开始了全面的词体革新：他突破音律束缚，以意为先，使词 

从“呢呢儿女语”走向了“划然变轩昂”的广阔天地；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提高词品；“凡 

耳目之所接”，皆入之于词，又融理人情，扩大并深化了词的意境；词风清旷，在刚柔之外，自成一体。开 

辟了宋词发展的新方向，形成苏轼一派，影响后来词体的创作和发展。冯煦为《东坡乐府》作序云：“东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 3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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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① 

以黄庭坚和晁补之为代表的苏门弟子，在与苏轼频繁的诗词唱和中，追步老师的词体革新，在思想内容、 

艺术体貌和审美情趣方面与苏词有很多相近之处，但又并非亦步亦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共同推 

动了词体的多元化发展。 

受制于北宋时期保守词学观念和党争之祸的影响，苏轼词派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 

种情况一致持续到南渡时期。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社会的歌舞升平，人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以吟唱歌词相与嬉戏的社交活动，逐渐从百姓日常社交生活中抽离，成为一个奢侈的话题。与北宋时期 

交游生活的集体狂欢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具有鲜明的群体化特征，围绕词体赏作进行的交游活 

动，主要集中在反抗异族压迫的士大夫群体中，他们借助词作唱和互求友声，学习苏轼的以词言志，作词 

方式从应歌向应社转变。往日交游生活中的应歌佐欢和耳 目之欲转向了忧伤悲凉和唱和之叹，相与唱 

和成为词体赏作活动的主要形式。唱和活动频繁，唱和形式不断发展，从传统的“一唱一和”、“自唱自 

和”发展为“一唱多和”、“连续唱和”和“反复唱和”等。如向子担用《满庭芳》曲赋木犀一词，就得到朱 

敦儒、苏庠、徐俯、陈与义、蔡伸等多位友人的唱和，“同一花一曲，赋者六人”。葛胜仲作《江城子》“呈刘 

无言焘”一词后，叶梦得以《江城子》“甘泉祠殿汉离宫”与之唱和，随后沈与求又作《江城子》“华灯高宴 

水精宫”与叶梦得相唱和。 

同气相求的词作唱和不仅推动词体从应歌向应社的转变，发展了词作的唱和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呈 

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推动词体写作从“类型化”向“个性化”转向，在词体的创作方式、表现手法和审美 

风格方面孕育了词体发展的多元化因素。如忠义 自矢的张元干，与之交游之人多为爱国志士、名公胜 

流，他们以秉持性情的唱和活动相互影响。芦川词慷慨磊落，清峭劲直，其寄李伯纪丞相词《贺新郎》 

“曳杖危楼去”最有代表性，类似的词人还有胡铨、李刚、李光等。他们的词作一洗嘲风咏月的轻懦衰惫 

之气，以豪迈气格和雄健文辞并举，其“刚风劲节，人所共仰”②。而向子趣的唱和词则表现出对高洁品 

格的自许和对 日常生活的津津乐道，他以“超然物外，自适其适”③的人生态度化解现实苦闷，题材选择 

和表达方式都趋于日常生活化，与志士词人抒发高于生活的主体情感和志向怀抱不同，具有独特的作词 

方式和审美风格。叶梦得与友人的诗词唱和非常频繁，其唱和词作一方面汲取晋宋名士的精神力量，寄 

情山水，追慕雅士风流，另一方面又学习苏轼词作的达观清旷，“不仅词的‘韵制’得东坡十之六七，其生 

活态度也同样得其六七”④，表现出对高标远韵审美理想的追求。 

时代的动荡和家国的蒙难激励着词人们的主体精神，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交游活动增多，词作 

唱和高涨。词体创作出现时代化的转向，词人主体意识增强，词体赏作从应歌到应社 ，从类型化走向个 

性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五、逞才斗技与词体弱化 

经过数次和议，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一隅，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相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朝廷开乐禁、复置教坊后，逞声色之好，逐歌舞尽欢的交游之风再次在全社会蔓延。但与北宋时期不 

同，孱弱的国势和频繁的外患影响了南宋交游生活的多样化和交游心理的复杂性。词作交游中既有沉 

醉歌舞、麻痹自己借以遁世的词作吟唱，也有英雄志士互相砥砺、立志恢复的交游唱和，还出现了落魄士 

子携艺以游、干谒权贵，带有寄食性质的新型社交关系。另一方面，南渡之后，以诗为词蔚然成风，词的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l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 2348页。 

③ [宋]汪应辰：《文定集》，四库全书本，卷 2l。 

④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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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不断提升，连一贯以道统自居的理学家们，也开始转变对词章的鄙薄态度，开始与词人交往，染指词 

作。多元化的交游生活和词品地位的上升促进南宋时期的词作唱和一度盛行，成熟型的词派和词社开 

始出现，以稼轩词派和江湖词派最具代表性。辛弃疾交游极广，他以词作为陶冶性情之具，其词“大声 

鞲鞯，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极大地拓展了词体创作，形成了声势浩大、 

影响深远的稼轩词派。稼轩派词人志同道合、频繁唱和，其唱和词作体现出对时代精神的共同响应，表 

现出强大的文学交往功能，与北宋时期歌词赏作多承担 日常生活的交往功能有明显区别。但辛派流于 

粗放的作风和染指遂多、自成习套的词体发展困境，使得南宋词在后继的发展中，偏向于追逐词艺一途， 

词体发展的空间日趋狭窄。正如文廷式所说：“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② 

江湖词派重视词体的艺术性，词社成员之间来往密切，围绕唱词作曲和词艺探讨开展词社活动。沦 

落于江湖的寒士身份使他们以作词为衣食之资，开始总结词曲创作经验，全面探讨词作之法，沈义父的 

《乐府指迷》记载： 

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 

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 

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则知 

所以为难。⑧ 

词社友人相与酬唱、交流切磋，围绕词体创作的音律用字、词法词风等艺术手法进行研究，词体赏作 

主要集中在文人手中，远离了日常社交生活的喧闹和沸腾，日渐沉落。 

南宋后期，国势飘摇、经济恶化，政治的险恶使不少士人为满足私欲不惜丧失人格，人心叵测、士风 

败坏，“面誉背毁，心私迹公⋯⋯踪迹诡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态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习也”④。交游 

之风的恶变凋敝使得词作唱和主要集中在词社内部，以西湖吟社最有代表性，他们避谈现实政治和俗题 

琐事，通过切磋词艺、承传词法，追求雅士风流，总结词体写作的规范法度。自姜夔之后，杨缵、吴文英、 

张炎等人灯火相传，祖述词法，词风由率意渐趋法度。结社吟唱、分题而赋成为词社友人重要的交游方 

式，相互间的品赏切磋增强了作词活动的竞技性。词社成员之间夸艳斗能、逞学使才，过多地追求词体 

的形式格律与艺术技法，技巧有余情感衰竭，词体写作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创作，脱离了生机勃发的日 

常社交生活，成为供文人雅士吟咏玩赏的一种纯文学化写作，宋代词体至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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